



孔子说 “性相近也 , 习相远也 ” (《论语 ·阳货 》; 下引 《论语 》只注篇名 ) , 明确提出了人性的
命题。而人的本性究竟如何 , 对此他的论述却是含糊的 , 正如子贡所说 :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 不可
得而闻也。” (《公冶长 》) 事实上 , 远在商周时代人们就已经有了关于人性的探讨 , 譬如 “不虞天
性 ” (《尚书 ·商书 ·西伯戡黎 》)、“俾尔弥尔性 ” (《诗经 ·大雅 ·卷阿 》)、“节性 , 惟日其迈 ”
(《尚书 ·周书 ·召告 》) , 等等。而 《尚书 ·商书 ·汤诰 》载 : “惟皇上帝 , 降衷于下民 , 若有恒
性 ”, 说 “皇上帝 ” (天 ) 降 “衷 ” (善德 ) 于下民 , 使其具有了恒常之性 , “性 ”在此就具备了道德
意义。但是 , 对于人性的本质进行系统的善恶论述 , 却是从孟子与荀子才开始的 ,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
孔子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善恶判断。尽管如此 , 后世学者并没有因为孔子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的隐晦未
明而放弃对其进行辨析。迄今为止 , 对于孔子人性观的伦理分析主要有人性善、人性恶、性无所谓善
恶三类。笔者以为 , 上述几种观点均有失偏颇 , 不能概括孔子人性思想的全貌。通过对孔子关于人性
的论述及其 “仁 ”、“礼 ”思想中隐含的人性思想的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 , 孔子实质上是持善恶混存
的人性观。
一、孔子人性观中的 “善 ”
首先来分析 《论语 》中孔子对人性潜在之 “善 ”的论述。在 《春秋 》、《尚书 》等古代经典中 ,
对于 “上天具有道德属性并赋民以德 ”这一思想早有论述 , 如 《左传 ·襄公十四年 》说 : “天之爱民
甚矣 , 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 , 以从其淫 , 而弃天地之性。”天有爱民之德 , 人有 “天地之性 ”, 即天
赋之德性。又如上面所述 , 《尚书 》中也明确指出天赋民以德性。而在 《论语 》中 , 孔子亦说 “天生
德于予 ” (《述而 》) , 认为有天赋之德的存在。既然有天赋之德 , 此德自然是与生俱来的固有之德。
孔子还说 “人之生也直 ” (《雍也 》) , 朱熹引程子注释为 “生理本直 ”, “直 ”就是本真之性 ; 而郑玄
注曰 : “始生之性皆正直 ”。由此可知 , “直 ”应当有着孟子 “诚 ”的涵义 , 即实而无伪 : “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 ” (《孟子 ·离娄下 》) , 是人性之中生而有之的善的因素。
另外 , 在 《庄子 ·天道 》中对孔子的人性思想也有所描述 ; 虽然有可能是虚构 , 但仍可以作为
一种旁证。文中道 : “老聃中其说 , 曰 : ‘大谩 , 愿闻其要。’孔子曰 : ‘要在仁义。’老聃曰 : ‘请问
仁义 , 人之性邪 ?’孔子曰 : ‘然。君子不仁则不成 , 不义则不生。仁义 , 真人之性也 , 又将奚为
矣 ?’”由 《庄子 》的记载看 , 孔子是以仁义为人之本性的。而孟子自称孔子的 “私淑弟子 ”, 他对
于孔子的人性思想也有所记载 : “诗曰 : ‘天生蒸民 , 有物有则。民之秉彝 , 好是懿德。’孔子曰 :
‘为此诗者 , 其知道乎 ! 故有物必有则 ; 民之秉彝也 , 故好是懿德。” (《孟子 ·告子上 》) 朱熹注解
说 : “有物必有法 , 如有耳目 , 则有聪明之德 ; 有父子 , 则有慈孝之心 , 是民所秉执之常性也 , 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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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无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观之 , 则人性之善可见。”从中也可以看出 , 孔子显然认为人性之中存在
善德。
除了从 《论语 》和其他材料可以了解孔子关于人性之 “善 ”的思想 , 还可以通过孔子对 “仁 ”
的解释了解孔子的这一思想。孔子对 “仁 ”的解释主要有两个 : “仁者爱人 ”; “克己复礼为仁 ”。虽
然讲 “仁者爱人 ”, 然而仁者何以会爱人 ? 孔子对此并没有明说 ; 只是在那个 “礼崩乐坏 ”的时代
里 , 出于对社会秩序和现实道德状况的忧虑而一再强调 “爱人 ”、“泛爱众 ”, 进行经验的道德要求。
那么 , “爱人 ”的哲学与伦理学的基础是什么呢 ? 我们只能通过他对 “仁 ”的一些价值判断来揣度。
从他所说的 “苟志于仁矣 , 无恶也 ” (《里仁 》)、“君子去仁 , 恶乎成名 ” (同上 ) 等语中 , 我们可以
看出 ,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 , 是进行伦理价值判断的最终标准。“仁 ”的基本内容体现
在恭、宽、信、敏、惠五个方面 , 概括起来则为忠、恕二字。忠、恕既为 “仁 ”的外在表现 , 也为
行 “仁 ”之方。至于如何培养仁德 , 孔子认为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陈少峰先生指出 , 在孔子
看来 , “要成就仁 , 能达到仁人的修养境界的 , 无一不是处在慎独环境中 , 要求有如履薄冰的抵抗邪
恶的认真态度以及反省自己、观过改错的道德自律 ”。 (陈少峰 , 第 18页 ) 尽管孔子将 “仁 ”提升到
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 , 又强调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 (《阳货 》)、“中人以上 , 可以语上也 ; 中人以
下 , 不可以语上也 ” (《雍也 》) 的区分 , 但最后却还是给了人们成就仁德以充分的信心 : “为仁由
己 , 而由人乎哉 ?” (《颜渊 》) 对于这句话的典型理解是 : “仁、诚等表现为觉悟、情操等内在的观
念形态 , 它的推行靠的是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愿 , 而与他人无关 , 且只能由自我的良心来督责 ”。 (白
奚 ) 那么为何 “为仁由己 ”而不必 “由人 ”? 孔子说 : “仁远乎哉 ? 我欲仁 , 斯仁至矣。” (《述而 》)
由此可以得出 , 孔子认为 “仁 ”就在人心之内先天地存在 , 因为唯有如此 , 才有可能 “我欲仁 , 斯
仁至矣 ”, 其中显然有着孟子 “求放心 ”的端倪。因此 , 从逻辑上推断 , 孔子的人性观中也应当有人
性善的因素存在。
二、孔子人性观中的 “恶 ”
但是 , 因此而认为孔子主张人性善却是偏颇的。一方面 , 从上述孔子论求 “仁 ”之途的艰辛看
来 , 似乎应当有着性恶的阻力。另一方面 , 尚须看孔子对 “仁 ”的第二个解释 : “克己复礼为仁 ”。
在 《论语 》中讲 “仁”有 109次 , “礼 ”的出现次数尽管比 “仁 ”要少 , 也有 75次。 (参见杨伯峻 ,
第 16页 ) “礼 ”最早是祭祀使用的仪式 , 随着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 , 逐渐演变成为具有较普遍约
束力的伦理制度 , 是为礼制。到了西周时期 , 除了伦理层面和仪式层面上的涵义之外 , “礼 ”的制度
层面的含义更加明确 , 具备了更为充分的法的特征。于是孔子认为 , 在当时世风日下的社会中 ,
“礼 ”既是人们社会行为的伦理标志和准则 , 同时也是求 “仁 ”的规范化的重要辅助手段 , 是形成和
稳定以 “仁 ”为核心的伦理秩序的最重要的制度化形式。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 , “以 ‘仁 ’释
‘礼 ’, 企图为这种古老的外在规范寻求某种心理依据 ” (李泽厚 , 第 100页 )。那么 , 为何要努力寻
求这样一种心理依据呢 ? 这一行为本身即说明 , 在那个 “礼崩乐坏 ”的纷乱时代 , “礼 ”作为一种逐
渐制度化的古老的外在伦理规范 , 已不足以仅凭本身的传统效力来约束人心的贪欲及恶行。何以至
此 ? 因为人心的伦理特性本就不全是 “礼 ”所标志的善 , 至少当时如此。所以 , 孔子才不遗余力地
宣扬 “仁 ”之内在德性 , 以求将 “礼 ”顺利地内化于心。他之推崇周礼显然不是要回归周时的社会 ,
而是将周礼视为教化人心以救世的良方。之所以要用礼制救世 , 正是由于 “克己复礼为仁 ”。之所以
要强调 “克己 ”, 又正是由于对人性的了解 : “富与贵 , 是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 , 是人之所恶也。”
(《里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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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克己复礼 ”, 杨伯峻先生注为 “抑制自己 , 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 ” (杨伯峻 , 第 123页 ) ,
《四书集注》则注解得更为详尽 : “克 , 胜也。己 , 谓身之私欲也。复 , 反也。礼者 , 天理之节文
也。”朱熹等人认为 , 在孔子看来 , 作为人的本体之 “己 ”是有着 “私欲 ”的 ; 他们以仁为 “合于
天理 ”的 “心之全德 ”, 这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罢了。“私欲 ”在孟子那里自然不属人的善性范围 ,
在荀子那里则确定为人性之 “恶 ”。所以 , 孔子说 : “博学于文 , 约之以礼 , 亦可以弗畔矣夫 ” (《颜
渊 》) , 并强调 : “以约失之者鲜矣 ” (《里仁 》) , 认为只有通过广泛学习 , 以礼制约束人之私欲 , 才
可以做到没有过失。这充分说明 , 孔子已认识到了人性具有不合于 “礼 ”而争利逐欲之 “恶 ”的潜
在因素 , 其人性观同样有着荀子人性恶的倾向 , 因此才特别强调克制个人本性中的 “恶 ”, 并将其纳
入 “礼 ”的规制之下。能够坚持做到这一点就是 “君子 ”, 达到 “从心所欲 , 不逾矩 ”的境界则为
“圣人 ”。
以上只是对孔子人性思想中的性恶因素的一个逻辑推导 ; 事实上 , 在 《论语 》里我们还可以找
到直接的文字材料证明孔子在人性观上的这一倾向 , 如 《子罕 》中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
《卫灵公 》说 “已矣乎 ,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两次扼腕浩叹说出同样的话 , 可以想见孔子对
人性中好德远不及好色的感触之深。孔子类似的话还有 : “吾未见好仁者 ” (《里仁 》) ; 孔子自己亦
说没有见过好仁者 , 可见以仁为天然喜好者乃是可遇不可求的 , 人性中自然是有很多 “恶 ”的成分
的。但他又说求仁由己 , 只要肯努力 , “未见力不足者 ”, “盖有之矣 , 吾未之见也 ” (同上 ) , 对求
仁而得仁充满了信心 , 这里又有着 “善 ”的人性支撑。
三、孔子人性观中有 “善 ”有 “恶 ”
从上述对孔子人性思想的描述与分析中可以看出 , 孔子对人性的潜在评价其实是善恶并存的。为
了论述更充分 , 这里回过头去再次分析 “性相近也 , 习相远也 ”一句。何以孔子只说 “性相近 ”而
不似孟、荀那样绝对地指出 “其性一 ”呢 ? 王弼指出 : “孔子曰 : ‘性相近也。’若全同也 , 相近之辞
不生 ; 若全异也 , 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 , 有同有异。” (楼宇烈 , 第 632页 ) 此处说 “性相
近 ”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本性 “有同有异 ”。但何为同 , 何为异 ? 王弼认为 , 性是无善无恶的 , 这是
同 ; 异则是人与人之间性的浓薄有别。关于孔子论 “性相近 ”的理由 , 王弼分析得十分精当 ; 不过 ,
其对性 “无善无恶 ”的理解依前文所述则不成立。从王弼对孔子 “性相近 ”的阐释来看 , 本文认为
孔子模糊的人性思想中关于善恶的伦理思想 , 是绝对不可以理解为纯善或纯恶抑或无善无恶的 , 而只
能说其中既有性善的主张也有性恶的判断。因此 , 个体人性之中普遍是有善有恶的 , 这是同 ; 而有的
人人性中善多恶少 , 有的人则是善少恶多 , 则为异。大同而小异 , 故为 “近 ”不为 “同 ”。这就为孔
子的圣人、君子、小人 , 上智与下愚 , 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的等级区分奠定了人性基础。同时 , 这也
与恩格斯所言相符 : “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 , 所以问题永远只
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 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卷 , 第
140页 ) 而 “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正是上述 “善多恶少 ”与 “善少恶多 ”之别 , 亦即孔子所谓 “习
相远也 ”的思想主旨之一。
血亲伦理观念是孔子学说的立论基础 , 其善恶混存的潜在人性价值判断亦立足于此。在 《论
语 ·子路 》中记载 : “叶公语孔子曰 : ‘吾党有直躬者 , 其父攘羊 , 而子证之。’孔子曰 : ‘吾党之直
者异于是。父为子隐 , 子为父隐 , 直在其中矣。’”孔子论父子互隐 , 其极力宣扬的血亲之爱实质上
是人类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在人性之 “善 ”的指引下 , 从个体到家庭再到国家与社会的伦理延伸。
孔子的人性思想中 , “恶 ”的自然属性是人性的基础 , 使其具备了生物的普遍性 ; “善 ”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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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对自然属性的伦理升华 , 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 , 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因此 , 孔子善恶混存的
人性观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而孟子主张人性善 , 强调 “恻隐之心 , 人皆有之 ; 羞恶
之心 , 人皆有之 ; 恭敬之心 , 人皆有之 ; 是非之心 , 人皆有之。恻隐之心 , 仁也 ; 羞恶之心 , 义也 ;
恭敬之心 , 礼也 ; 是非之心 , 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 , 我固有之也 ” (《孟子 ·告子上 》) , 乃
是以人的社会属性为人性的本体。荀子认为人性恶 : “人之生固小人 ” (《荀子 ·荣辱 》) , 强调 “今
人之性 , 生而有好利焉 , 顺是 , 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 , 顺是 , 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 , 有好声色焉 , 顺是 , 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 , 顺人之情 , 必出乎
争夺 , 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 (《荀子 ·性恶 》) , 则主要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为人性本体。由是观之 ,
孟、荀二者的人性论各以善恶一端为人性的主体 , 只是抓住了人性的部分本质 , 反不如在他们之前的
孔子的人性观把握得全面。
王充在 《论衡 ·本性 》中提到 : “周人世硕 , 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 , 养而致之则善
长 ; 性恶 , 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 , 则情性各有阴阳 , 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 《养性书 》一篇。
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 , 亦论情性 , 与世子相出入 , 皆言性有善有恶。”对于世硕其人 , 史
料记载很少 , 在 《汉书 ·艺文志 》之 《诸子略 》的 《世子 》篇中 , 说他 “名硕 , 陈人也 , 七十子之
弟子 ”。由此看来 , 世硕当在孟子之前 , 所处时代约与子思相近 , 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或
为师徒关系。从 《论衡 》中所载 “举人之善性 , 养而致之则善长 ; 性恶 , 养而致之则恶长 ”一句可
以看出 , 世硕等人所指的 “人性有善有恶 ”, 应该是个体之性中有善性也有恶性 , 而不是说人类中有
的人人性是善的 , 有的人则是恶的 , 与孔子基本一致。其 “养而致之 ”的说法则反衬出了他有着善
恶因素潜在于人性之中的看法 , 和孔子亦相去不远。同时 , 孟子的 “养吾浩然之气 ”, 荀子所言 “从
人之性 ”、“顺人之情 ”, 也应当和它有一定的渊源。据此可知 , 世硕上承孔子 , 下启孟、荀 , 在先秦
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人性论史上 , 都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只是由于一些复杂未明的历史原因 ,
其人其论只剩下一鳞半爪 , 甚为可惜。不过 , 这对于儒家人性思想发展的基本连贯性并无多大影响。
四、孔子人性观对孟、荀的影响
孔子所处的时代尽管已经 “礼崩乐坏 ”, 但氏族遗风一息尚存 , 朴素的民主与人道精神仍然余音
绕梁。孔子一方面虽然不满意社会现实 , 感觉世风日下 , 有些无奈地承认了人性中日显强势的
“恶 ”; 另一方面又恋恋不舍昔日的唐虞盛世风貌 , 对人性中的 “善 ”不肯死心 , 对恢复那个时代的
社会道德风尚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因此 , 他对人性的潜在伦理评价是善恶混存的。尽管孔子认为中庸
之德已较罕见 , 其人性观却仍然体现了中庸的实质精神。不过 , 孔子的人性观中必然又有着许多内在
的矛盾 , 显得较为复杂。或许他自己很多时候也难以理清其中的条理 , 又或许他尽管看到了人性的善
恶混存却不愿意直面现实 , 故此 “存而不论 ”, 不肯明言 , 才使得后人 “不可得而闻也 ”。无论如何 ,
正因为孔子论人性的含糊其辞 , 才为孟、荀留下了足够的发挥空间 , 并进而影响到了他们的政治思想。
孟子强调 “乃所愿 , 则学孔子也 ” (《孟子 ·公孙丑上 》) , 荀子亦坚称自己为仲尼的继承者。顾
准先生甚至说 : “孔子的嫡传是荀况 , 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 (《顾准文集 》, 第 395页 ) 双方
都声言是孔子思想的传承者 , 然而两者的人性论要旨却是基本对立的。在政治思想上 , 前者贵
“仁 ”, 后者重 “礼 ”, 各有偏重 , 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笔者以为 , 这正是由于孟、荀对孔子潜在
人性善恶论的 “蔽于一曲 ”的继承与极端抉发所致。
孔子因为对人性中有善有恶的潜在认识 , 决定了其道德教化论 (即 “习 ”) 有既重内在的 “仁 ”
也重外在的制度化规范之 “礼 ”的特点。人性观中潜在之善、恶特质 , 也分别成为了他以 “仁 ”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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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济世、以 “礼 ”明人伦治国家的政治哲学体系的伦理基础。孟子有见于其暗藏之性善因素 , 对孔
子的仁德与仁政作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推进和扩展。他指出 : “恻隐之心 , 仁之端也 ” (《孟子 ·公孙
丑上 》) : 在他看来 , “恻隐之心 ”即是仁的本真状态 ; 并进而指出 : “仁 , 人心也 ; 义 , 人路也 ”
(《孟子 ·告子上 》) : “仁 ”就是人的本心 , 就是人性的根本属性。孟子此说为 “仁 ”找到了内在的
心理与情感依据 , 并由此将孔子人性思想中潜在的性善因素进一步明朗化、绝对化了。体现在政治思
想中 , 则是他对仁政理念的极力推崇和宣扬 , 以及对法家法治思想的深度挞伐。孔子人性思想中对恶
的潜在认识 , 则促使其高度重视具有较多法的特征的、制度化的 “礼 ”; 他要求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
归于 “礼 ”的规范和约束之下 , 主张 “非礼勿视 , 非礼勿听 , 非礼勿言 , 非礼勿动 ” (《颜渊 》) ; 不
仅个人行为要 “齐之以礼 ”, 而且也应当 “为国以礼 ”, 把 “礼 ”视为治理国政、确定社会伦常的制
度化手段和标准。“迫于乱世 ”的荀子出于其现实品格 , 则充分抉发、扩充了孔子对人性中恶质的认
识 , 强调 “人之性恶 , 其善者伪也 ” (《荀子 ·性恶 》) , 并由此极大地强化了 “礼 ”在社会政治活动
中的地位 : “礼者 , 治辨之极也 , 强国之本也 , 威行之道也 , 功名之总也 ” (《荀子 ·议兵 》) ; 又说
“人无礼则不生 , 事无礼则不成 , 国家无礼则不宁 ” (《荀子 ·修身 》) , 礼的重要性可谓达到了极致。
在荀子看来 , 无论是修身、理事还是治国 , “礼 ”均为必须秉持之根本。他极力推崇礼治 , 其重视程
度尤甚于孔子 , 原因正在于他对人性中 “恶 ”的认识比孔子更为明朗峻刻。
从孔子善恶混存的人性观到孟子的性善论 , 再到荀子的性恶论 , 这一人性观的承续发展以及与之
紧密相联的政治思想的流变 , 实际上反映了对不同时代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和随之产生的伦理关系变化
的一个认知历程 ; 是先秦儒家为了建构和维护适合统治者需要的社会秩序 , 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在
人性层面上作出的观照与分析。其间 , 对个体之善与社会和谐的孜孜追求是肇始于孔子的先秦儒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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